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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一书的主人公认为，符号与所指是客体到模仿的关

系（Fowler 1977），即具有非任意性。在柏拉图写作此书的同一时间，中国大地也在讨论

这个问题，尤其是儒家，并得出了和克拉底鲁不一样的结论。荀子（前 313？—前 238）直

接论及该问题，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不宜。”从汉

朝开始，一些哲学家为了反对荀子的观点，尝试寻找过词语的“正确”语音-意义对应关

系，但直到今天，中国语言学的主流观点仍然是荀子式的。几乎所有正在使用的语言学教

材（如高名凯、石安石 1963；叶蜚声、徐通锵 1981；马学良 1981）都引用了荀子，以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
3
 

在西方，尽管 Saussure（1966：68）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没有人反对”
4
，但已有

很多学者提出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任意。比如 Jespersen（1922）花了大量篇幅

讨论该问题，说在他熟悉的诸多语言中，在某些特定的语音和语义范畴（如大小、移动、

感觉和距离）之间存在明确关联。Jespersen 还认为人类存在一种直觉，即不同范畴的意义

对应着最合适的语音。 

1.2 实验 

在支持语音象征说和不支持语音象征说的人之间，以及支持其普遍性和不支持其普遍性

的人之间，争论的很大部分集中在实验方法上。 

Sapir（1929）是第一个尝试用实验来证明 Jespersen 后一假设的人（尤其是英语使用者

对“大”和“小”的感觉）。之后 Newman（1933）在其基础上把对“亮”和“暗”的感觉

也包括了进来，而且考察了词汇中的语音和意义对应关系，由此支持 Sapir 的发现。他们的

研究尽管遭到了一些批评，但其结论却为之后的大部分语音象征说的讨论奠定了基调。他们

得到的五个结论如下： 

（1）在非语言的象征连续量度上，语音成分表现出严格的模式……（2）年龄因

素……对主观连续量度的影响微乎其微……（3）语音象征性的基础是完全客观的……

（4）多种语音模式是通过各不相同的象征性形成的……
5
（5）这些象征性判断不是基于语

言关联得出的（Newman 1933: 7）。 

1 原文为 Conference on Sound Symbo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January 16-18, 1986 的会议论

文，1994 年正式出版：LaPolla, Randy J. 1994.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sound symbolism as it relates 

to Mandarin Chinese. In Leanne Hinton, Johanna Nichols, and John Ohala (eds.), Sound Symbo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0-147. ——译者注 
2 在攥写过程中 Leanne Hinton、Robert Blust、John J. Ohala 和 Johanna Nichols 提出了有益意见，Jing Fang 

Wang 在实验上提供了帮助，谨此致谢！ 
3 译文转引自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第 2 版），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0 页。——译者注 
4 译文转引自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03 页。——译者注 
5 实验者试图通过发声的肌肉运动因素和声学特性或二者之结合来解释其发现，从而得出了第 3 和第 4 点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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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出现了一些声称不支持语音象征性理论的实验调查（Bentley & Varon 1933；

Maltzman et al. 1956；Brackbill & Little 1957），但经常被指出存在重要的操作问题

（Brown & Nuttall 1959；Weiss 1963）。 

从 Brown et al.（1955）开始，争论持续了十年，人们就不同实验方法和结果评测的

利弊进行讨论，文章陆续发表在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和 

Psychological Bulletin 上面（Brackbill & Little 1957；Brown & Nuttall 1959；Miron 

1961；Weiss 1963；Taylor 1963；Weiss 1964；Johnson et al. 1964；Taylor & Taylor 

1965），但是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仍然悬而未决。 

至少有十个实验使用了汉语（官话）或中国人来进行试验（Sapir 1929；
6
Brown et 

al. 1955；Brackbill & Little 1957；Brown & Nuttall 1959；Weiss 1963；Huang et al. 

1968；Tsien-Lee 1969；Klank et al. 1971；Lester 1973、1974），其中有九个支持语音

象征性假设，只有一个（Brackbill & Little 1957）不支持。我认为他们都存在严重的方法

和操作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新的实验。 

1.3 声调形态学 

1.3.1 单音节 

很多语言，包括许多东南亚语言和中国南部的一些汉语方言，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

使用声调变化来标记形态或语义变化。声调不限于标记爱称（hypocoristic）或小称，
7
但却

是最为常见的功能，在拉祜语、彝语（㑩㑩语）
8
以及汉语方言徽语、吴语（浙江南部

的）、粤语方言（Hirata1983）中都是如此。比如在最具代表性以及得到研究最多的汉语方

言——广州方言（粤语方言之一种）中，声调变化可以用来标记爱称，声调提高可以用来

标记小称或熟悉。
9
 

在汉语普通话中，名词爱称通过卷舌后缀来标记（即儿化），
10
声调不会发生变化。但

是，如果高频和“小”（一般是小称）之间的关联具有普遍性，那么说普通话的人也应该

能察觉到类似粤语中的声调区别。
11
 

6 Sapir 在实验中使用了 7 个中国人来试，但是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如年龄、方言、在美国的时间等

等，只是说他们都是“中国人”（李方桂先生私下告诉我说他是其中之一）。对于其他被试，他给出了年龄

和身份，但是没有种族或国籍。7 个中国人被试的结果也没有被包括进一般结果里边，只是说与其他被试

的结果相似。 
7 除爱称之外，粤语中的声调变化还有其他用法，可以参考 Kam（1977、1980）。 
8 在拉祜语中，有两个地方表示小称-程度（diminutive-extensive）：非低且非圆唇的前元音，以及从表示程

度中性（neutral extensive）的中间声调（33，这里使用了 Chao 1930 首创的五度标记法）到表示小称的提

高声调（45），如： 

[chi33 hi33]“这么大”[chi33 hii45]“好小”（Matisoff 1973：18）。 

在彝语中，可以使用声调提高和一些元音的清化来标记爱称，如： 

[a¹¹ mæ33 zu11]“一个女孩”（你不是特别喜欢）- [a11 mæ55 zu33]“一个小的女孩”（你喜欢）。（与马学良私

人交流。） 
9 根据 Solomon（1959：496），对于实验被试来说“那些能量集中在较低八度的声音更容易被判断为‘奇

怪’……而那些集中在更高八度的声音则会被判断为‘亲密’”。 
10 如果想了解儿化和声调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声调变化的可能来源，可参考 Kam（1980）、Chao

（1945）、 Hirata（1983）、Whitaker（1955-1956）和 Wong（1982）。 
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语言的音调系统存在差异。在粤语中，有三个重要的音高等级，大部分的声调

都在较低的两个等级中。Gandour（1981）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对于母语者区分粤语中的不同声调，升

降（contour）和方向是比高低更突出的特征。这与 Vance（1976）的研究结果相反，但考虑到四个非塞低

声调在音域上的接近性，这是合乎逻辑的。不过，对于标记性的显现，变化声调最突出的特征是由[-高]到

[+高]的变化。这与 Maddieson 有关声调的两个普遍性有很好关联：“3. 从语音上来说，中间声调是没有标

记的，极端声调是高度标记的……4. 高声调有标记的系统比低声调有标记的系统更常见”。（Maddieson 

1978：341-342）。这也反映在低声调在统计上更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事实上（Wong 1982）。在普通话

中，虽然有可能把三声看作低声调（Hashimoto 1981），但音域并不十分重要，可能是因为所有的声调在其

产生的某一时刻都可能处于[+高]音域。这一点得到了 Victor Zue 的研究结果的支持（见 Klatt 1973 的报

道），即使压缩到四千赫兹的范围内，被试对合成的普通话音节的声调也有 90%的时间判断是正确的。即



1.3.2 双音节 

在粤语中，提高声调的第二种用法是改变重叠形容词的程度（intensity），程度大小取

决于声调变化落在哪个音节上。增加元音的音长也可以表示程度极高，比如，[hong21]

“红”可以变为[ho:ng35 hong21]“非常红”或[hong21 hong35 tei35]“有点红”
12
（Yue-

Hashimoto 1972：95；Whitaker 1955-1956：31）。对于在双音节形容词基础上通过首音

节重叠形成的三音节形容词，如果要表示程度提高，那么第一个音节必须发生声调变化，

比如从[søn21 pan35]“脾气好”到[søn35 søn21 pan35]“脾气非常好”。声调变化也可能发

生在开头具有重叠音节的拟声短语上（不管是隐喻还是本义），如[lap33 lap35 lyn33]“不

整齐”
13
（Yue-Hasimoto 1972：95）。 

当使用重叠来表示程度极高时，第一个音节必须变成高声调；而且由于音节变长，这

种变化适用于粤语的所有九个声调。但是第二种重叠的声调变化不是必须的，只适用于具

有低声调的音节（Yue-Hashimoto 1972：99）。伴随着声调变化，声调模式变得和表示熟

悉时一样（即低-高），因此变化之后的形式有可能程度或强度减弱，如[t'an21 t'an35 

tsan44]“颤抖”，因为变化使得它进入了爱称领域。泰语和隶属于汉语闽南方言的海南话

也是如此，即为了提高形容词的程度，修饰方法也是提高重叠形容词的第一个音节的声

调，以及增加元音音长，比如泰语中从[dii33]“好”到[ dii⁵⁵ dii33]“非常好”（Li 

1977：8；Haas 1946：128-30），海南话中从[bui33]“肥”到[bui55 bui33]“非常肥”

（Woon 1979：87）。根据连金发的说法（私人交流），大陆闽南话也是如此。 

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语言若要达成极高程度，修饰必须发生在第一个音节上，且最终

的声调模式肯定是高-低。
14
在粤语和泰语中，有一些副词性复合词和有标记的双音节词会

标记在第二个音节上，从而一般性地具有低-高模式。粤语在标记熟悉时也是如此，尤其是

标记亲属关系时，如[pa22 pa55]“爸爸”或[mui22 mui35]“妹妹”（Gao 1980：22-23）。 

在普通话中，重叠形容词的第二个单位会变成高声调（55），但是这种声调变化通常

不具有语义显著性。尽管如此，我很想知道普通话母语者是否对粤语中的声调模式-意义对

应具有敏感性。 

1.4 假设 

本项调查试图检验的假设与其他研究大同小异：（1）英语使用者在匹配汉语反义词对

（pair）时应该表现出非偶然的成功率，从而说明汉语表现出英语单语者也能够感知到的

语音-象征模式。（2）汉语母语者应该对语音-意义对应有足够的内在感觉，从而可以在完

成意义-语音匹配任务时表现出规律性。 

1.5 一般方法 

第一个调查实验所用的方法得到了最多的应用，即匹配反义词对，同时把那些被质疑

过的因素谨慎地排除掉或尽力减少。
15
而在使用中国人被试进行调查的部分（即实验二中的

使压缩到两千赫兹，平调和降调仍能被正确判断，而其他两个声调则被混淆了。Wu（1984）也表明，在

对普通话的声调进行自主音段（autosegmental）分析时，音域不是必要的。 
12 根据张洪年（私人交流），还有一种修饰类型，即在形容词之后把拟声音节重叠。当使用这种类型时，

重叠之后的高声调拟声音节通常会给形容词添加一种褒义色彩，而低声调的音节则会添加一种贬义色彩，

如[fei21 tyt55 tyt55]“丰满的”或“婴儿肥”或[fei21 than21 than21]“肥胖（带有贬损色彩）”。 
13 根据 Whitaker（1955-1956），这个短语也有程度加强的形式，即第一个音节发生声调变化，但是整体不

发生重叠：[lap35 kam33 lyn33]“非常不整洁”。 
14 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些语言都是相关的，但是正如 Haas（1946：130）所言，高-低声调也被一些

英语使用者采用。她给了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例子，形容词如 good 可以通过重叠并增加第一个音节

的音长来提高程度，如 goo-ood good。此外在英语中用低-高模式来表示亲密也十分常见（尤其是在跟小

婴儿说话的时候）。 
15 Gebels（1969）讨论了该方法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可参。



第一部分），我们使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这是为了保证被试在做语音-意义选择时能够有更

多的自由，同时也使得我们可以把结果分析为钝音和非钝音段（grave and non-grave 

segments）——这是语音象征性的重要参数（Jakobson 1978）。 

 

2 实验一 

 

2.1 方法 

2.1.1 第一部分 

第一个实验的第一部分旨在测试那些从未接触过汉语的英语母语者从一对汉语反义词

中选择一词和英语单词进行匹配的能力。如果回答大部分正确，那么将表明汉语词汇中存

在语音象征模式，同时也可以作为英语使用者对此存在敏感的证据。 

我们给每个被试提供了 40 个属于常见反义词对成员的英语单词，
16
单词旁边是数字 1

和 2，以及单词“都不是”。
17
我们为被试播放了来自台北的普通话母语者的录音，内容为

英语单词及其普遍接受的反义词的中文对应词。
18
反义词对内部之间的间隔是两秒，反义词

对之间的间隔是五秒。被试被要求圈出 1 或 2，即要看给出的一对中文反义词哪一个单词

与所给出的英文单词意义一致，如果觉得都不“合适”，那么可以圈出“都不是”。他们

被告知，有些词对可能与其他词对意义相似，但每一个词对都要分别做出判断。表 1 列出

了所使用的英文单词，以及每个单词的对应中文。
19
 

 

表 1 测试使用的反义词对 

ugly měi（美） chǒu（丑） cold lěng（冷） rè（热） 

long duǎn（短） cháng（长） shallow shēn（深） qiǎn（浅） 

many duō（多） shǎo（少） concentrated dàn（淡） nóng（浓） 

thick báo（薄） hòu（厚） micro wēi（微） jǜ（巨） 

big dà（大） xiǎo（小） friend dí（敌） yǒu（友） 

sharp rùi（锐） duǎn（钝） few shǎo（少） duō（多） 

bright liàng（亮） àn（暗） small xiǎo（小） dà（大） 

coarse xì（细） cū（粗） narrow kuān（宽） zhǎi（窄） 

fat pàng（胖） shòu（瘦） hard yìng（硬） ruǎn（软） 

soft ruǎn（软） yìng（硬） skinny shòu（瘦） pàng（胖） 

                                                 
16 这些词实际上是 25 对反义词的拆分，25 个语义领域中有 15 个互有交换。这些词选自 Brown et al.（1955）

和卢甲文（1981）。Brown 使用的一些词对，如 many-one，并不是正常的反义词对，因此没有使用。 
17 被试可以选择“都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迫做出他们不喜欢的选择。即便是支持语音象征性理论的学

者也没有声称所有词都具有象征性，因此我觉得允许被试有这种选择是必要的。做完这些实验后，我看到

了 Asher Koriat（1975）的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将被试的“确定度感觉（feeling of knowing）”考虑在内，

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每个选择的确定程度进行评分。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意识到语音

象征性，所以信心分数较高的选择也是最常被判断为正确的。有人认为，这些得分较高的选择是更为相关

的。如果我重新做这些实验，我也会使用信心等级测试，而不是提供“都不是”的选择。 
18 我不觉得让一个（与实验没有关联的）母语者说这些词可能会破坏实验结果。如果母语者（不知道实验

目的）特意强调了那些他/她认为对正确感知单词含义十分关键的语音方面，比如 Jespersen（1922）提到的

那些，而被试也对相同的参数作出反应，那么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语音象征性的普遍性和参项。可以做一个

测试，只要求说话者强调或不强调某些词，看看他们改变了什么声音、以哪种方式改变。在元音大转移将

tiny [tini] 变为 [taini]之后，英语中又重新出现了 tini [tini]，以及基于 huge 出现了单词 humongous，可能都

反映了这种强调某些声音以表达某些意义的倾向。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即如果音变在词库中扩

散，正如 Chen & Wang（1974）和 Wang（1979）所讨论的那样，那么语音-象征词是否会比非语音-象征词

对那些会使它们失去语音象征性的变化更具抵抗力。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词会比其他词更早地

经历某种音变。 
19 中文给的是拼音，声调的符号是 ā代表高平调，á代表升调，ǎ代表降升调，à代表降调。 



heavy zhòng

（重） 

qīng（轻） macro jǜ（巨） wēi（微） 

weak qiáng（强） ruò（弱） strong ruò（弱） qiáng（强） 

wide zhǎi（窄） kuān（宽） hot rè（热） lěng（冷） 

tall gāo（高） ǎi（矮） diluted nóng（浓） dàn（淡） 

fast kuài（快） màn（慢） thin hòu（厚） báo（薄） 

drunk xǐng（醒） zuì（醉） short ǎi（矮） gāo（高） 

joy xǐ（喜） bēi（悲） high gāo（高） dī（低） 

dry gān（干） shī（湿） fine cū（粗） xì（细） 

low dī（低） gāo（高） slow màn（慢） kuài（快） 

quiet  xuān（喧） jìng（静） sorrow bēi（悲） xǐ（喜） 

 

之所以要把中文词说出来，是因为如果只提供它们的拼音，并不能让欠缺语言知识的

被试知道正确的发音，特别是声调的情况。这也可能导致被试仅从字面（orthographic）相

似做出匹配。 

每一对都只给出一个英文单词，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它简化了被试的回答过程，

即将一个词与两个词比较，而不是两个与两个比较。第二，它减少了被试将一个或两个英

语单词的元音与中文单词的元音相匹配、或者将他/她的选择建立在实验者不需要的英汉匹

配对上的可能性。
20
第三，它使得我们可以在之后利用某些英语词对的剩余单词，以及与之

对应的中文词对——顺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取决于随机化的结果。第三点会被单独

分析，算是一种双重检查。由于被试被告知许多词对可能同义，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同一

词对给了两次。如果他们没有注意到，但两次都得到了正确的答案，那么这将巩固实验的

结果；如果他们没有注意到，但在两次使用同一个词对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那么任何正

确的结果都会存疑。为了弄清被试是否注意到，我们在测试结束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

有没有觉得你在录音中听到的词对之前出现过，不管两个单词出现的顺序是否一致？如果

是这样，是哪些？”  

2.1.2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另找了 10 名英语母语者，他们接受了与第一部分相同的测试，区别在于录音

新找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普通话母语者，
21
在念单词时故意把两个声调不同的反义单词的声调

互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声调是否会影响到第一组被试的选择。
22
当然，这里有一

个假设，即第二组英语使用者在接受完全相同的测试后会得出与第一组大致相同的结果。 

2.2 结果 

我们计算了第一部分中没有回答“都不是”的答案中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
23
的数量，呈

现在了表 2 的第一行。被试一般只会注意到一或两次的重复，而且不确定是哪些重复，所

以这似乎没有干扰到最终结果。对于被区分为两部分并单独测试的反义词对，正确答案的

数量大致相同。 

表 2 的第 2 行给出了第二部分的结果，计算方法与第一部分相同。 

                                                 
20 例如，如果被试想知道一对单词当中某个词的含义，如 beautiful、ugly 中 beautiful 的含义（对应中文分

别是“美”和“丑”），那么被试可能不是因为感觉到 beautiful 与“美”存在关系而回答正确，而是因为感

觉到 ugly 和“丑”存在关系而回答正确（即使用了排除法）。我们使用的方法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我们

尽力减少它发生的可能性。 
21 理想状况是两次录用都使用同一位普通话母语者，但这当时是不可能的。 
22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被试，第二部分还可以再重复两到三次，每次都把一组不同的片段（如声母）调换，

看看是哪个片段和音节结构中的哪个位置对被试的选择影响最大。 
23 这里的“正确”表示被试选择了正确的改变了音调之后的音段形式，而“错误”代表相反的情况。 



 

表 2 实验一的结果 

类别 总数 正确 错误  

第 1 部分 359 190 169 （p＜0.30） 

第 2 部分 337 187 150 （p＜0. 05） 

 

这些结果告诉我们，声调可能是被试做出判断的重要参考标准。
24
声调变化似乎使得被

试更容易选出正确的中文单词。这可能意味着，某些单词所对应的声调对英语使用者来说

并非最理想，也有可能是两段录音或两组被试之间的差异影响了结果。  

对于一些词对来说，声调变化后的差异相当惊人。表 3 是一些声调变化之后被试反应

变化最大的词对。斜线左边的数字是正确反应的数量，右边是错误反应的数量。 

 

表 3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一些单词对比 

单词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结果 第二部分结果 

big dà（大） dǎ（大） 9/0 4/4 

coarse cū（粗） cù（粗） 6/2 9/0 

soft ruǎn（软） ruàn（软） 9/1 2/6 

wide kuān（宽） kuǎn（宽） 1/8 6/1 

 

这里的一些差异与实验二第一部分的结果（见第 3.2.1 节）相吻合：由于“小”类别

偏向于高平调，coarse 和 wide 的得分合情合理；由于“大”类别偏爱降调，所以“大”的

结果也合情合理；只有 soft 的结果不太一致。soft 在改用降调之前得分较高，这似乎与

“大”类词使用降调的倾向矛盾。除非“大”类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可以细分为几个不同

的语义子群，比如“软”“暖”“大”。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降调不太适合那些暗含

“软”义的词。 

 

3 实验二 

 

3.1 方法 

3.1.1 第一部分 

第二个实验是为了测试汉语使用者对语音象征性的主观敏感性。在第一部分中，48 个

英语单词被印在答题纸上，单词旁边有一条空白线，单词都属于评价性（evaluative）反义

词对。
25
另外我们从可能的中文音节类型（来自 Zhong 1980）中抽取出另外一组 50 个无意

义的音节，以 5 列每列 10 个词打印出来。之所以选择这些音节，是因为它们都是简单的

CV 音节，元音都是单元音，辅音都是塞音或擦音，且都可以被轻易地归类为[±鼻音]和/

或[±钝音]。这些词没有录音。 

被试是来自台湾的五名以普通话为母语的研究生。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请念出这些

单词，然后根据自己对语音和意义匹配的直觉，把这些单词匹配到答题纸上的意义选项。

同时根据同样的标准给这些词指定声调。”  

                                                 
24 这与 Lester（1974）的研究结果相矛盾，不过由于 Lester 的测试是将英文单词和中文声调符号写在纸上，

我觉得结果不太可靠。 
25 该列表与实验一中的基本列表相同，但没有 wet-dry 这一对（没有列出是因为我不确定如何从“大”和

“小”的角度来分析）。使用 50 个中文音节是因为这是中文中符合标准的音节数量。之所以使用英语，而

不是汉字，是为了减少被试将语音和字符配对的可能。 



3.1.2 第二部分 

对于第二部分，我们从 Chao（1947）、Whitaker（1955-1956）、Yue-Hashimoto

（1972）和 Kam（1977）汇集了 25 个粤语单词或短语，它们都可以变为表示小称或熟

悉，也可以通过变为高调或高升调来表示程度变化（适用于形容词和副词）。然后我们设

计了问题，用来对比最小对立对之间的语义差异。每一个问题都被录音（由我自己来

说），接下来是相关最小对立对，顺序被打乱，由一位来自香港的粤语母语者来说。
26
来自

北京或台湾的普通话母语者（不懂粤语的）被告知，他们将听到一些粤语单词录音，之后

可根据自己认为的最佳答案回答 A 或 B。 

3.2 结果 

3.2.1 第一部分 

用于这部分实验的 48 个英语单词被分为“小”类别和“大”类别。在被试选择“大”

类别的 210 次选择（包括声母和元音）中，钝音段被选择了 151 次，远远大于偶然概率

（p<0.001）；但对于“小”类别，钝音段只被选择了 103 次，基于等于偶然概率。表 4 给

出了被试在两个类别中选择钝音声母和元音的数量。 

结果显示，被试明显倾向于将钝辅音和钝元音匹配给“大”类别，而不是“小”类

别。这与 Solomon（1959：494）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表明被试对“重”或“高量

（high magnitude）”的判断与低八度带（octave band）相关，而对“轻”或“低量”的判

断与高八度带相关。这也与 Huang et al.（1969）的研究结果密切相关，该研究表明，当

被试产出表示“大”或“小”的词时，绝大多数都倾向于用尖元音表示“小”，用钝元音

表示“大”。 

我们还做了其他两项测量，一项是关于鼻音的，一项是关于声调的。表 5 中给出了每

个类别使用的鼻音数量及类型的统计。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被试在“大”类别中明确选

择了钝鼻音，而在“小”类别中选择了舌尖鼻音。 

表 6 中给出了各个类别使用各个声调的次数。数字 1、2、3、4、5 分别表示高平调、

高升调、降升调、降调和轻调。我们在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两种倾向：一个是对“小”类别

含义优先使用高平调，另一个是对“大”类别含义优先使用降调。 

值得注意的是，被试更多使用高平调和降调的倾向与 Yue-Hashimoto（1980）和 Li & 

Thompson（1977）的研究结果密切相关。这些研究表明，高平调和降调是儿童把普通话作

为母语学习首先掌握的两个声调。Tse（1977）报告说，对于讲粤语的人来说，高平调也是

最先掌握的。很难确定这是因为这种声调更容易学习和发出（Li & Thompson 的“难度假

说（Difficulty Hypothesis）”
27
），还是因为它与儿童的体型和无防御能力相适应（见下文

对“频率代码（frequency code）”的讨论）。 

 

表 4 钝音段的分析 

类别 总数 钝声母 钝元音 

大 105 71 80 

小 105 52 51 

 

表 5 鼻音对比 

                                                 
26 广州话和香港话在这方面没有差异（Kam 1977；张日昇 1969） 
27 如果“难度假说”成立的话，那么使用高声调表示有标记，可能是因为发出这个声调比较难，因为更

难发出的声调看起来没那么自然，因此也是有标记的。正如 Gandour（1977：60）所报告的，低声调的音

节比高声调的音节要长，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之所以重叠形容词在用声调变化表示程度极强时开头音节

会延长，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了发声和标记性的难易度或自然性的影响。 



类别 总数 m n  

大 23 17 6 （p＜0.01） 

小 29 9 20 （p＜0.01） 

 

表 6 每种声调类型的结果 

 数

量 

1（55） 2（35） 3（214） 4（51） 5（var.）  

大 105 13.3 16.2 15.2 50.5 4.8 （p＜0.001） 

小 105 35.2 16.2 16.2 20.9 11.4 （p＜0.01） 

 

3.2.2 第二部分 

为了分析这部分的结果，问题被分为四种类型，取决于被测试的内容：（1）爱称（即

大小-语音对应和单音节表示熟悉）；（2）“拟声词”的程度加强；（3）双音节表示熟

悉；以及（4）重叠副词的程度加强。在 150 个第（1）类问题的回答中，有 87 个与母语为

粤语的人的回答相同（“正确”即这个意思）（p=0.05）。如果我们再将其细分，那么会

发现，在大小-语音对应的回答中，100 个回答中只有 51 个是正确的。在测试单音节表示

熟悉的问题的 50 个回答中，有 36 个是正确的（p < 0.01）。 

对问题（2）的 20 个回答中，有 15 个是被试觉得未经修饰的形式在两者之中程度更强

（p < 0.05）。正如我在第 1.3.2 节中指出的，这对部分粤语母语者来说也是如此。对于

问题（3），40 个回答中有 21 个是正确的。 

问题（4）的结果要直接得多，有力表明用高-低模式来表示程度极高具有普遍性。40

个回答中有 34 个是正确的（p < 0.001）。 

 

4 讨论 

 

我想参照 Ohala（1982a、1982b、1982c、1983、1986）和 Morton（1977）提出的“频

率代码”理论来解释这些结果。正如 Hinton et al.（1994）提到的，“频率代码”指发声

动物在近距离的对抗中通过频率来表示个头大小的一种普遍交流方式。在对抗中，攻击者

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大，以恐吓对手，使其屈服。如果奏效，对手就会尽量使自己看

起来很小和没有威胁，有时甚至会表现幼崽特征，以避免受到伤害。对于双方来说，一种

办法就是通过改变发声的频率。通过使用低频和断续的声音，攻击者使自己看起来更大和

更具威胁性，因为一般来说，任何物体或动物，体型越大其发出的声音就越低、越不规

则。同样，妥协的一方如果想显得没有威胁，那么就要使用高频和类似乐音的声音，以显

得更小或更像婴儿。这种代码不是学来的，而是天生的（Morton 1977、1986）。 

在人类语言中，人们普遍使用类似的音高升降来表示那些没有用词法或句法标记的陈

述句和疑问句（Bolinger 1964、1978）。许多语言在礼貌用语中也使用高音调（Brown & 

Levinson 1987：267-268）。人类语言之所以在提问和礼貌用语中使用高音调或上升音

调，很有可能是因为说话者为了向另一方表示顺从，即承认对方更强大（至少在当下或所

谈的话题上示弱），这就像动物通过使用高音调的哭声来平定对手一样。另一方的回答表

现出下降音调模式，也是为了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友好通常也是通过更多地使用高频（尤

其是低-高）模式来表现的，以表明说话者对另一方没有威胁。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了一种跨语言倾向，即把尖音段与“小”类词联系起来，把钝音段

与“大”类词联系起来。由于尖音段的能量主要集中在高频，而钝音主要集中在低频，这

便可能反映了上面提到的“小”与高频对应以及“大”与低频对应的关系。如果说物体和



动物是根据尺寸大小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那么人类按照相同的标准来进行命名（包括表

示大小的形容词），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过去无法解释的自然和语言事实，比如微笑和其他一些面部特

征的起源（Ohala 1980）、许多发声动物和鸟类在发声器官特征上表现出雌雄异型的原因

（Ohala 1983、1986），以及语言中的大小-语音象征性（Ohala 1982a、1982b、1982c、

1983、1986）。这也可以解释在“女性话语（women's speech）”中为何会出现更多的上

升语调（Lakoff 1975：17），以及为什么在可用可不用的情况下女性会比男性更多地选择

使用变调模式（Whitaker 1955-1956 和 Haas 1946：130 分别指出了粤语和泰语的情况）。

此外，还可以解释为何在粤语中变调形式更多地出现于非正式讲话（Wong 1982）。 

当然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与语音象征性相关的所有问题，例如为什么 soft 通常被归类

为“大”。这可能是因为（如第 2.2 节所述），“大”类别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较小的

类别组成，它们在语音的使用上存在重叠，即便语音和意义对应的来源非常不同。例如有

可能的情况是，soft 之所以会和钝音关联，是因为胎儿或婴儿听到的母亲的心跳声就是一

种低沉的不像乐音的声音。
28
 很多发声动物和鸟中母亲叫孩子的声音是低沉音。对于一些

生物来说，伴随着幼仔的出生，母体的音质会发生变化（变软）和/或音调会下降（Collias 

1960）。 

至于振幅和音调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决。还可以做进

一步的实验，看是否如 Hata（1983）所报告的那样，一些语音特征比其他语音特征有更紧

密的语音-意义关联；此外还可以用颜色词来重复这些实验（参考 Solomon 1959；Fischer-

Jorgensen 1978）。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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